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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剪纸既是直观像似符号，也是基于直观像似之上的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符号。其表意过程长短不一，即
刻效验性巫术剪纸和实用性祭祀剪纸是实指符号，意图定点在对象；预防诱导性巫术剪纸、祈福性祭祀剪纸和装饰性剪
纸的意指过程长，指向解释项，并有多重意指。民俗剪纸在表意过程中使用各类比喻手法，如隐喻、明喻、提喻、转喻等。

各类比喻在历史文化中的反复使用造成意义的累积，最终形成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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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ＹＪＣ８５００３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淑萍（１９７２—），女，甘肃定西人，讲师，主要从事文化符号学研究。

剪纸是以像似为主导的文化符号。依照符号与其表达对象之间像似性的级差程度，剪纸符号可以
分为３类：形象像似符号、图表像似符号、比喻像似符号。形象像似是初度像似，符号与对象之间是直观
而具体的像似，像似关系清楚、透明。图表像似是二度像似，比形象像似抽象，“它（符号）与对象的像似，
不是在外形上，而是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上”［１］。比喻像似是三度像似，抽象程度进一步加深，符号与对
象之间脱开了基本的形似，符号再现对象的某种品质（ｑｕａｌｉｔｙ），体现的是思维像似。在一幅剪纸文本
中，形象像似、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经常并存，甚至一个符号可同时是形象像似符号、图表像似符号和比
喻像似符号，以形象像似为基础，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叠加在形象像似之上。

一、形象像似符号

剪纸首先是形象像似符号，追求形式上与描摹对象的像似。形象像似剪纸有两类。一类是实指性
剪纸，如实用性祭祀剪纸和即刻效验性巫术剪纸，其意指意义较明确，意图定点在“对象”，即在符号的一
体三项“符号—对象—解释项”中，完成了前两项。对象不是所指的物理形态，而是该物在人的大脑里存
留的心理印记，即该物的字面意义。另一类是涵指性剪纸，表面上也是形象像似符号，但“顾此而言他”，
符号所要表达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某种观念、思想，意图定点在“解释项”，装饰类剪纸、祈福性祭祀剪
纸、预防诱导性巫术剪纸均属此类。
实用性祭祀剪纸尽量客观地模仿、再现现实对应物，旨在使这些符号在冥界发挥现世价值，成为钱

币器物，帮助逝者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问题。这类剪纸在逼真地描摹对象、凸显对象的过程中，表
现出了符号自身的形象美。即刻效验性巫术剪纸用在应急场合，时间、气氛通常比较急迫和紧张，巫师
（任何成年男女都可以随时充当），而不是剪纸艺人根据场合的要求来剪特定的巫术灵物，然后巫师念咒
做法，旨在达到当下的治病功效。这类剪纸的工艺粗糙，构图简单，单剪一个人或物的大致轮廓，仓促的

—３７１—

DOI:10.14084/j.cnki.cn62-1185/c.2015.02.024



制作过程，反而增加了其即兴艺术性。预防诱导性巫术剪纸用在各类场合，目的是镇邪、祈福，融巫术与
装饰为一体，对巫术效果和艺术价值均有追求。这类剪纸是形象像似符号，但不是对物象的直接描摹，
而是在提炼取舍中删减不重要的细节，对需要强调的部分则用夸张、放大、变形的表现手法，突出其主题
特征。这类剪纸对符号的一体三项都刻意强调，既注重符号形式本身的艺术性，以或简或繁的线条、对
称或不对称的构图，制造审美意义的同时，赋予符号文本无穷的意味，凸显解释项。但是，艺术形象及其
所创造的丰富内涵遮蔽不了对象，即巫术功能的主导地位。

“催生娃娃”①是一幅融形象像似、图表像似、比喻像似为一体的剪纸作品，现在只看它的形象像似
层。图像中人物双腿呈蹲式，一个倒立的小孩占据了从腹部到脚跟的位置，明确意指生育姿势，而且强
调孩子顺产，已经生下来了。但是，大人双肩的鸡和兔，胸前的贯钱纹和身体两侧的鸡（鸟）纹，头顶的缀
饰在形象像似之上叠加了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性，在巫术功能上增添了文化意味。所以，这不是巫师在
紧张气氛下草就的纯巫术灵物，而是剪纸艺人精心创作的，集信息传导、心灵感应、心理暗示、神佑意识
与装饰为一体的预防诱导性巫术剪纸，把其贴在孕妇房中，天天看着，则孕妇的胎位会正。

二、图表像似符号

民俗剪纸中，图表像似体现在符号文本中各个单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空间展示关系上。首先
是边框问题，部分剪纸本身带有边框，以正方形居多，也有矩形、圆形。部分剪纸本身没有剪出边框，但
是窗框、灯笼架、箱、柜等的轮廓为其设定了边框。边框把所表现的剪纸图案与周围的背景隔开，形成封
闭的图案载面（ｆｉｅｌｄ）。载面有一种地域品质，把图案分理成中心＼边缘，大＼小，上＼下，左＼右，呈现出一
种秩序感。单符号在图像之中心＼边缘的分布及其在整幅图中所占的大＼小比例体现该符号在文本中的
价值等级：位于中心的符号价值大于边缘符号；符号的大小也与其价值等级成正比，符号越大，等级越
高［２］。“催生娃娃”把生育放在中心位置，用整体图像３／４的面积表现孕妇和生产中的婴孩，突出催生这
个主旨。然后从中心向边缘散射，置鸡、兔于边缘位置。贯钱纹虽在中心，所占空间比例较小，以装饰纹
出现，被次要化了。剪纸中符号左右位置的选择是随剪纸创作者的直观感觉和创作便利而进行的，其涵
义没有不同，而上与下的选择比较复杂，一方面与“我们的姿势和重力有关，与我们对天空和大地的视觉
经验有关”［３］。如树根总是在画面的下方，树梢总是在上方，人物一般都是脚在下，头在上，与经验世界
的方位图式相对应。另一方面，上＼下也体现人们的隐喻思维。

“王祥卧冰”②是一幅装饰剪纸，画面疏朗。文本中心是一个趴着的人物，梳着发髻；人物下方游着
两条鱼，人与鱼之间横着一条线；文本右侧是树，树枝伸展到了画面的上方，树枝上搭着衣裳；文本左侧
是梅树，枝头有盛开的梅花和花骨朵。文字“王祥卧冰”锚固了文本的故事内容，出自干宝的《搜神记》：
寒冬之际，晋人王祥为了满足母亲想吃鱼的愿望而赤身趴在冰面，用体温消融坚冰求鱼。据此，介于人
物与双鱼之间的横线，指代冰面，将水上水下分开，从比例上给了水上４／５的面积，将故事的中心偏移到
人间；王祥在画面中心，是剪纸文本要表现的核心，挂在枝头的衣裳暗示他赤身趴在冰面，男子挽发髻这
一事实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推移至古代；枯树、衣裳、赤身、冰面的组合将冬天的严寒烘托，反衬王祥的拳
拳孝心；枯树、冰面、衣裳、赤身与双鲤、梅花形成对照，相辅相成，在反差中推出该文本的主题：此孝行感
天动地，气候回暖，梅花为之开放。
实际上，剪纸符号中常用的锯齿纹、十字纹、卐纹、※形纹、盘长纹、回形纹等，已经脱离了初度形象

像似，抽象化为几何图案，均为图表像似符号。“葫芦”③是一幅装饰剪纸，葫芦上部的中心是贯钱纹，下
部分的中心是云纹。靳之林认为，贯钱纹 中的叶纹和菱形纹模仿女性生殖器，外围的圆圈纹模仿太阳
的形象［４］。圆圈纹指代太阳，是形象像似；叶纹和菱形纹与女性生殖器之间已超越形象像似，抽象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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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图片载于王光普、许维的《民间传统剪纸纹样》（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的第４０页。

③　图片分别载于陆志宏的《陇中剪纸》（黑龙江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的第５页与第７５页。



图表像似。阳性的圆圈纹与阴性的叶纹、菱形纹组合，构成一幅男女交合的关系图式。云纹是“象征生
命的双蛇相交纹 ……云就是蛇（龙），双蛇相交生出人类的始祖神盘古”［５］。云纹也脱离了与蛇的
初度形象像似，意指男女性爱过程，亦为图表像似。“葫芦”底部剪成人的臀部形状，从而把葫芦拟人化。
葫芦臀部着地，两面长出叶子，开口向上，上通天，下接地。这种组配方式形成一种天在上、地在下、人居
中的宇宙关系式。

三、比喻像似符号

图表像似中，发送者的意图意义虽然定点在“对象”，但在年深日久的传承过程中，符号本身不断被
夸张、变形，在夸张变形中渐趋范畴化，意图意义被遮蔽，意指过程隐晦化，所以解读过程加长，延长至解
释项。比喻像似的抽象程度比图表像似更进一步，表面看来也是落实于“对象”，其真实意图却投射至不
在场的他物上。他物不是具体之物，而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是特定民族在独特的地域和人文环境的浸染
下，长期积淀而成的比较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一般表现为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概念是思维的产物，
难以厘清，难以再现，于是借用直观物象去理解，在直观物象与抽象概念之间找到思维上的相通处或相
似点，然后做跨领域的概念映射（ｍａｐｐｉｎｇ）。比喻像似的意指过程不仅延长至第三项“解释项”，且经常
有多重意指：把形象像似的“符号”与其“对象”转变为新的符号，意指另一个抽象概念，这个意指过程及
其解释过程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延伸下去。
民俗剪纸首先是由形象像似符号和抽象化了的图表像似符号组成，在此基础上，大部分剪纸符号还

是比喻像似符号。比如，“葫芦”既是形象像似和图表像似符号，也是比喻像似符号，天、地、人的位置关
系体现中原文化的方位观以及“天人合一”的本原哲学观。“王祥卧冰”以具体的事例隐喻封建主义意识
形态：赞美顺从、高扬孝道、建构顺民文化。图像中王祥虽然占据中心位置，但其人所占比例的小，与树
木和梅花所占比例的大形成对比，人物的渺小反衬“忠臣孝道”意识形态的“伟大”。
虽然３类像似符号或多或少同时出现在每幅剪纸中，但总有一类是作为主体符号，标记出该幅剪纸

文本的风格。具体来说，即刻效验性巫术剪纸和实用性祭祀剪纸以形象像似符号为主，以图表像似符号
辅之。预防诱导性巫术剪纸、祈福性祭祀剪纸以及全部的装饰性剪纸文本，通常是这３类符号并列出
现，但是大部分以比喻像似为主。后３类剪纸中，符号在指代对象的同时，意指解释项，但不是在３项上
平均用力，而是分别强调３项中的某一项。预防诱导性巫术剪纸侧重“对象”，巫术意味突出，如催生娃
娃；祈福性祭祀剪纸与装饰类剪纸的纹样重合度高，重心在符号和解释项。但是也各有侧重，祈福类祭
祀剪纸更偏重解释项，蕴含着浓厚、绵长的文化意味，寄托着生者对来世无尽的遐想与希冀；而装饰性剪
纸在跳过对象，转向解释项的同时，更强调符号本身的艺术性和审美效果。

“催生娃娃”中，大人的双臂上举，双肩分别站立鸡和兔，催生娃娃的双胯两侧，是双鸡（鸟）纹。靳之
林考查了中国大部分地域的民俗剪纸，又从《山海经》中的“金乌负日”、《玄中记》中的“天鸡”、《淮南子·
精神篇》中的“日中有踆乌”、《河图括地图》中的“三足神鸟”、《论衡·说日》中的“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
兔、蟾蜍”等文献中取证，推断鸡、鸟在中原民俗文化中指代太阳，兔子指代月亮；鸡、兔同时出现，则意指
阴阳和合，男女交媾［６］。这幅剪纸中，鸡、兔是形象像似符号，却跳出直接指代的鸡、兔本身，指向日月。
日月进而意指阴阳，阴阳喻指男女交合。这４重意指，是一个从具象走向抽象的曲折比喻像似过程。该
剪纸中的贯钱纹采用阴剪手法，突出叶纹和菱形纹，隐去外围的圆圈纹，突出女性特征。另外，喻指女性
的贯钱纹与意指男性的双鸡（鸟）纹组合成隐喻性爱的小文本，进而与肩部的鸡兔纹组成二级文本，形成
复调，暗示交媾过程。但是，复调并不影响整幅文本以生育本身和巫术意味为主调。
皮尔斯认为，一个理想的解释需要３个阶段才能完成，即呈位（ｒｈｅｍｅ）、述位（ｄｉｃｅｎｔ）、论位（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他又称这３个阶段为即刻（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解释项、动态（ｄｙｎａｍｉｃ）解释项、终结（ｆｉｎａｌ）解释项。即刻
解释项是感知阶段的解释，是快速瞥一眼之后捕捉到的主要印象。在剪纸文本中，居于正中的、占据比
例最大的符号最能成为此一阶段的感知对象，如“催生娃娃”中的生育母亲和生产中的婴孩。动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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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发生在接收过程，对符号的外延做出尝试性解读，如“催生娃娃”中正胎位、顺产的意味，至此，巫术意
义的解释过程完成。动态解释项也包括对处于边缘位置的鸡、兔纹和处于中心位置但比例较小的贯钱
纹的表层意义的读解。终结解释项唤起记忆沉积中的概念、范畴等文化要素，对文本的文化内涵达到比
较深入的理解：从天人合一、男女交合到顺产生育的动态过程。

四、民俗剪纸的表意方式

为了成功将隐晦的解释项表现出来，剪纸符号采用多种比喻来表意，如明喻、隐喻、转喻、提喻、谐音
等。语言中的明喻是本体和喻体都出现，用“像、似、如”等喻词将两者连接起来；隐喻用喻词“是”连接；
提喻、转喻和谐音只出现喻体，本体和喻词不出现。图像符号中的比喻关系是本体均不出现，也没有喻
词做连接方式，以保证比喻关系。发送者将意图意义定点在喻体，接收者按照习俗惯例做相应解释。

（一）明喻
明喻和隐喻经常纠缠在一起，利科用“一个谜（ｅｎｉｇｍａ）”［７］来形容隐喻与明喻的关系，他用了大量的

篇幅来阐明隐喻和明喻之间的纠葛，最终得出的只是几个区别性特征。“明喻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的散漫
性（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明喻是展开的隐喻……明喻通过明显的比较展开。”［８］赵毅衡认为，符号中
“明喻的特点是文本中强迫性连接，不容解释者忽视其中的比喻关系……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连接
比较模糊”［９］。如何理解明喻的本体与喻体间的像似性，既是散漫的、强制的，又是明显的呢？这几个看
似悖论的特征点出了明喻的文化性：本体与喻体之间本没有理据性联系，是文化习俗规定了它们之间
“这个像那个”。比如“王祥卧冰”中的两条鱼剪得并不像鱼，但是标题“王祥卧冰”强迫观众接受：这就是
鱼。如果没听过“王祥卧冰”的故事的人，则很难认同这就是鱼。更进一步说，只有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
人才觉得这就是鱼，也只有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人才认同叶纹、三角纹、菱形纹与女性生殖器，“云角子

”［１０］与男性生殖器之间有像似关系。实际上，几何化和范畴化使得它们之间的初度形象像似
性已经消失，是文化习俗的惯性让它们之间的像似关系得以维系。文化力的强大和持久把这种在外人
看来毫无道理或者说“一点儿也不像”的像似关系自然化、正当化，渗透到该文化群体中。族群对这种像
似模式认同后，该模式就成了自然而然，散漫性、强迫性与明显性并存，成了明喻。
仪式对色彩的挑拣更能说明明喻之强制性与明显性文化特征。汉文化以黄色剪纸事神，白色剪纸

事鬼，红色剪纸事人、事节日、事喜庆场合，黑色和蓝色剪纸事寒衣祭祖。实际上，黄色与神圣、红色与喜
庆、黑色与凝重、白色与谦卑之间本没有固有的联系。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在死者周围撒红色矿石
粉，这时红色的意味应该不是喜庆。大地湾一期（距今７８００年—７３５０年）彩陶，在陶器的口沿外绘一圈
红色宽带纹，或在口沿内绘一圈红色窄线纹，这一抹红是辟邪的厌胜颜色，还是喜庆的装饰色，并不确
定。《诗经》中“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说明时至周代，红色明确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正项颜色，华夏民族吉
祥色的地位确立。同样，黄色因阴阳家的“黄帝黄龙体”“中央土”之说而成为神圣之色、帝王之色。文化
规约性把色彩与仪式、场合、氛围强制性调配，并固化为社会习俗，成为中国人理应知道的起码“常识”。
于是，色彩与仪式、气氛之间的比喻关系显得明确、自然，且不言而喻。

（二）隐喻
与明喻不同，剪纸符号中隐喻的本体与喻体间经常表现为思维像似，即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对

不同的物类加以类比，发现某种相似性，进而做跨类别的概念投射。在剪纸中，隐喻的本体总是一些具
体物，即民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或人造物；喻体则是较抽象的概念，如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忠诚
孝道、福禄寿喜等，用具体的物类来表现、解释、说明抽象概念。实际上，本体和喻体有各自独立的语义
场。从意义发送者视角看，隐喻创作者从本体和喻体各自语义场中挑拣出相似的品质而加以投射。就
葫芦和孕妇来说，葫芦的语义场至少包括爬藤植物、瓢状、有子房、多籽、肚大口小、铁拐李的法器等子意
义；孕妇的语义场更大，包括人、雌性、中年、有子宫、孕育生命以及其他社会和文化属性。隐喻创造者排
除了诸多没有可比性的要素，只挑选几个局部相似点，即子宫、肚大、孕育生命，从而在具体和抽象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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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映射。不过，因为发送者和解释者之间有时空距离，所以发送者意图意义和接收者的解释意义之间
很少能一一对应。从意义接收者或者解释者的视角来看，隐喻本体和喻体间的跨类别概念映射不只是
相似品质的投射，而是整个语义场的投射。所以隐喻的解释过程就是根据语境，排除非相关项，挑选相
似点，试图靠近发送者意图意义的努力。

以传统窗花纹样“孝顺图”①为例，从意义发送者，即剪纸创作者的视角来说明隐喻中的思维像似。
《孝顺图》“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农家青年不孝敬老人，甚至打骂老人。后来他自己有了小孩，方知养
育儿女的辛苦，这时他开始孝敬老人。老人步入老年后，行走有困难，儿子就背着老人。老人去世后，儿
子厚葬了他，逢年过节去坟院祭祀［１１］。剪纸构图中，把打骂老人、背老人等日常景象置于下方，而把老
人去世后焚香、祭祀等内容放在了中上部，占据了整个画面的近一半。这里的上＼下布局与汉文化心理
有关。传统观念中，死者为尊，辈分自动增一倍。心理上的尊崇表现在空间的“上位”。这种“上尊下卑”
的方位观和现世中社会地位的尊卑观是一致的，是空间隐喻。从认知层面上讲，空间隐喻是以空间概念
为始源域，向其他认知域或目的域进行映射，进而表达抽象意义的认知过程。具体而言，空间隐喻是参
照上—下、前—后、内—外、深—浅、中心—边缘等空间方位而构建的一系列隐喻性概念，它把一些空间
关系和性状投射到非空间的关系和性状上，进而使我们能够借助于空间方位来理解抽象概念［１２］。该文
本的意指过程有两级：第一级是剪纸文本中的“上”，意指空间方位的“上”；第二级是空间方位的“上”，意
指社会心理中的“上尊下卑”观。虽然意指过程只有两级，却是在两个概念域的映射，即把空间关系投射
到非空间的社会关系，是思维域的转换。

（三）提喻
提喻是在同一个概念域内两个事物的相互替代，丰塔尼埃（Ｆｏｎｔａｎｉéｒ）认为，提喻的“‘两个对象’

（本体与喻体，作者注）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了物理的或形而上的整体，一种对象的存在或观念包含在另
一种东西的存在或观念中”［１３］。这一定义适用于剪纸符号中的提喻，其本体与喻体间的关系有单数与
复数、类与属、部分与整体３类。就单数与复数、类与属的关系而言，剪纸限于窗框、灯笼架、纸张的大
小，在一幅文本中，同类事物只出现一到两个，但是指代的却是该类事物的多数，或者该类事物的属。比
如，窗花剪纸“六合春”中，文本由一棵树、一只鹿、一只鹤组成。这棵树所指代的，不仅仅是一棵树，而是
好多树，乃至发芽长叶的所有植物，以体现春天的气息。就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而言，所有的剪纸符号都
在使用这一修辞，因为剪纸是平面艺术，且限于篇幅，每次只能表现事物的一个侧面或者主要特征。另
外，剪纸在局部表现中也特意用部分代指整体，比如，男女生殖器符号指代的是有男性、女性生殖器官的
人。这类符号至少有４级意指：一级意指的指代对象是生殖器，是明喻；二级意指指向一级解释项，有该
生殖器官的人，是提喻；三级意指是对一级解释项的进一步解释，产生二级解释项：性爱，是隐喻；四级意
指产生三级解释项：生育，也是隐喻。

（四）转喻
转喻的本体与喻体是两个独立的整体，但彼此间有某种联结，是邻接或指示关系，如因与果、容器与

内容、地点与衍生物、特征与事物、工具和操作（者）等［１４］。因果关系体现的是时间上的逻辑顺序，“催生
娃娃”用空间表现时间，在自上而下的空间延展中，表现从男女交合到怀孕产子的过程。“孝顺图”中用
焚香、跪拜、提灯笼和酒瓶、围着供桌哭来转喻老人已亡故，所以子女哀伤、祭奠。在巫术纹样“老猫吃鼠
鸟”②中，文本由一只猫、猫爪下的一只鸟、猫肚子里一只怀孕的老鼠组成。因为鼠、鸟都是庄稼人的天
敌，所以诅咒它们让猫吃掉，诅咒老鼠断子绝孙，是因果式的转喻。陇中剪纸中常出现灯笼，剪纸大妈说
“不剪灯笼的话，一年暗得很，不亮堂”，灯笼与光、与运气、与心情都有了关系，是容器与内容式的转喻。
剪纸“乞讨”③是一位剪纸大妈根据自己讨饭的经历剪成：饥荒年代，母女两人沿路乞讨，没有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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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图片载于王光普、许维的《民间传统剪纸纹样》（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的第４６页。

该图片载于张淑萍的《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的第２１０页。

该图片载于陆志宏的《陇中剪纸》（黑龙江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的第１６页。



会她们，只有庄宅外的狗在狂吠。剪纸中，没有剪庄院，只剪了阔气的门楣之一角和门前的狗。门楣是
庄院的提喻（部分与整体），狗是庄户人家的转喻，是“地点与衍生物”的关系。母女俩恐惧、绝望的情绪
可以从阔气的门楣与她们的寒酸、狗的张狂与母亲身后孩子的躲闪之对比中体现出来，是隐喻。在“催
生娃娃”中，兔代指月亮与阴性源于人类对于月坑的无知，所以对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月球表面的景象
产生想象，于是有了嫦娥奔月、吴刚砍树、玉兔捣药的神话故事，所以也是“地点与衍生物”的关系。至于
鸡、鸟，由于人们对它们与太阳、男性的关系持不同看法，以致所凭借的修辞格也不尽相同。如果是因为
“日中有踆乌”而以鸡或鸟代指太阳，那么，鸡、鸟与太阳的关系就是“地点与衍生物”式的转喻；如果是因
为雄鸡报晓而把鸡与太阳联系起来，便是因果式的转喻。但是用鸡来代指男性不限于中国，多数民族有
这个指称，大概是缘于男孩生殖器与小鸡形体之间的形象像似，是明喻，进而用鸡指称男性，则是“部分
代全体”式的提喻。
皮影脸谱剪纸通常用阴剪的手法刻画复杂的脸相，即奸残脸，指代奸臣或暴虐的武士；用阳剪刻画

简单（白净）脸相，指代正直的文官、忠臣或女将。另外，在人物的背部剪旗帜表示将帅、剪双翎头梢指代
番将；人面鸟嘴指代雷震子，因为传说中雷震子是鸟变的，这些都是以“特征代事物”式的提喻。“暗八
仙”用八仙的器物如葫芦、扇子、荷花、洞箫、花篮、玉板、渔鼓、宝剑指代八仙，是“工具和操作者”的关系。

五、比喻累积，形成象征

象征是用具体的事物表达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十字架之于基督徒、新月之于伊斯兰教民都是一
种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常常比较抽象，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象征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意义积累过
程，基础是各类比喻。当一种比喻被文化族群所认同、接受，进而广泛使用，并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
该族群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时，这个比喻就成了象征。所以说，“象征不是一种独立的修
辞格，是基于比喻的二度修辞格”［１５］。
以祈福类祭祖剪纸“对子幡”中的纹样“云头”①为例来说明象征的形成过程。在陇中丧俗纸火中，

各类幡的外围有一圈吊屏或挽联，一般是６幅。每个吊屏和挽联的顶部，是云头纹，用蓝纸或白纸剪成。
云头又称“云子、胜，是代表男阳的符号”［１６］。男阳及其周围的轮廓被平面展开，用折叠剪的手法增加其
形象的对称美，对毛发、睾丸做了艺术化的变形勾勒，但是夸张的造型并不影响图案整体与男阳的抽象
像似，仍然是明喻。
追本溯源，云头纹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女阴崇拜被男阳崇拜逐渐替代的产物，在后世

广泛使用。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宝鸡出土的距今６　０００年的半坡型仰韶文化“船型网纹彩陶壶”，实际是
身饰网纹生命树的连体鸟，上有形似于云头纹的葫芦嘴。１９６０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ＴＡＭ３０６号墓
葬中出土一件北朝时期麹氏高昌王国（５０２年—６４０年）的土黄色“对猴团花剪纸”残片，上有云头纹。
《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时，“二门上传事云板连扣四下”［１７］，传出丧音。云板的造型是上下相连的
两个云头纹。彩陶壶用以祭祀，对猴剪纸陪葬，云板报丧，可见，在西北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云
头纹与生死观念的关联紧密。靳之林说：“云头可招魂引魂还阳。”［１８］这是融合了道教的阴阳观与佛教
的六道轮回观的民间宗教观，认为人在肉体死后，灵魂不死，去了阴间，然后转世投胎，继续做人。云头
纹的解释项承载了生者深切的愿望：取其阳性的品质，为游荡在阴间的祖先之灵魂引路，使其早日还阳
投胎。在几千年的辗转使用过程中，云头纹成为招魂引魂的象征符号，至今仍然盛行于民间的丧俗仪式
中。
如果说云头与男阳之间有抽象像似关系而被反复使用，成为象征符号，那么红色与喜庆之间的理据

性则比较模糊。但是经过仪式的不断强化和后世民间的不断使用，彼此间的强制连接被习俗化，红色与
喜庆的彼此指示关系被族群当成理所当然而全盘接受。于是，彼此间的任意武断性逐渐流逝，理据性增

—８７１—

① 该图片载于张淑萍的《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的第１７５页。



长，红色成为喜庆的象征。诚如赵毅衡所说：“社会性地一再重复使用某个符号，会不断增加该符号的语
用理据性，理据性增加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称之为一个象征。”［１９］总之，象征不是在符号自身的系统中，
即符形和符义自身的自足状态下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符用学的范畴中，即人们对比喻的反
复使用过程中，本体与喻体间原本较弱的理据性联系，甚至是任意武断的连接关系，不断得到强化，在族
群中得到认同和接受，理据性逐渐增加，理据性增加的过程就是比喻逐渐走向象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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